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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企业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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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的纪律教育
□ 吴美华

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龙塘镇困牛
山村，矗立着“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
碑”。碑名由开国上将萧克题写。碑高
10.5 米，底座长 9 米、宽 3 米，呈火炬
状，碑主体右为红六军团军旗，左为困
牛山，上面镌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团”，旗山融为一体构成丰碑。纪念碑
底座前面的正中间，镌刻着由中共贵州
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的《困牛山战斗及
红军集体跳崖壮举简介》，两边依次镌
刻着红六军团颜吉连、李真、张铚秀、
陶汉章、江文等五位少将的题词和《建
碑纪事》。《简介》全文如下：

1934年8月，奉中革军委命令，中
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
率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两个师六个团计
9758人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10月
5日红六军团五个团进入石阡县。

7日，遭遇桂敌，甘溪战斗失利，
红六军团被截为三段，陷入湘桂黔三省
敌军 24 个团重围。红六军团分头突
围、主力转战大地方、佛顶山、聚凤、
本庄、瓮溪、川岩坝，15日抵龙塘朱家
坝，准备从板桥渡石阡河去印江。不料
湘敌李觉8个团，黔敌王天锡3个团和
柏辉章部及地方民团先抵板桥设防，敌
我咫尺。

16日即农历甲戌年九月初九重阳
节，困牛山战斗打响，军团部从朱家坝
向南转移，拟二进甘溪出石阡。师长龙
云和团长田海清率红18师52团800多
壮士断后，拖住全部湘黔敌军和地方民
团，战斗到最后的百余红军战士，面对
步步逼近的敌军和被胁迫走在敌前面的
百姓，不便展开战斗，边打边退，直到
悬崖边，为不做俘虏和避免误伤百姓，
毅然集体跳崖。团长田海清等在战斗中
壮烈牺牲。

17日军团部重抵甘溪，18日在青
阳冷家榜电告中革军委石阡突围胜利，
24日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师后恢复红
二军团番号）在印江县木黄会师，完成
长征先遣队的任务。

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出困牛山重
围，在寻赶军团部途中于岑巩县龙颈坳
受伤被俘，就义于湖南长沙（后经史料
考证，龙云就义于武汉——引者注）。

困牛山战斗是红六军团粉碎敌军
“会剿”和“歼灭”企图，胜利突围出
石阡的战斗。百余红军战士为革命勇于
献身，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
姓，毅然集体跳崖，感天动地，是英雄
壮举，是爱民壮举，是民本壮举，诠释
了红军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

困牛山红军壮举永垂青史！
困牛山红军烈士永垂不朽！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红二方面军后代
中共石阡县委 立

石阡县人民政府
二OO九年六月

碑文记述了红六军团为完成长征先
遣队任务、粉碎敌军“会剿”和“歼
灭”企图而展开困牛山战斗及红军集体
跳崖壮举的历史背景和作战过程，高度
赞扬了百余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群众、宁
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用鲜血和
生命谱写的千古壮歌。敬读碑文，对革
命先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
剿”陷入困境。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开
始酝酿向湖南西部地区战略转移，计划
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以期扭转日
益严峻的革命形势。

1934 年 8 月 7 日，由中央代表任弼
时、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领导的正在
湘赣苏区进行反“围剿”斗争的红六军
团，从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向湖南
中部一带前进，执行到湘中创建新的根
据地并联络红三军，为党中央和中央红
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侦查探路的重大任
务。全军团西征出发时共9700余人。

从8月底至10月初，红六军团连续
突破国民党军 4 道封锁线。10 月 7 日，

红六军团进入石阡县甘溪镇，与桂军发
生遭遇战，部队被敌军截为三节。面对
国民党军 24 个团的重围，军团首长决
定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到石阡以西人
烟稀少的山区艰苦转战，以寻机突破敌
人的包围。为尽快突围，担任后卫的红
六军团 18 师第 52 团奉命改为前卫，奔
赴险峻的深山老林中寻找道路。

10 月 15 日，红六军团主力准备前
往印江与红三军会合。担任前卫的第52
团进至板桥附近时，遭遇湘军堵击，又
陷入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中。10 月 16
日，根据军团命令，红六军团 18 师师
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率领第52团800余
人，由前卫改为后卫，阻击敌人、掩护
主力向甘溪地区转移。为保证军团主力
顺利转移，全团指战员奋勇抗击敌军，
将敌人一步步引向困牛山，致使激战后
剩下的 400余红军战士全部陷入敌军重
围之中。

困牛山位于贵州石阡县龙塘镇境
内，在山的南、西、北三面有黑滩河环
绕，山谷幽深，悬崖壁立，极为险峻。
第 52 团红军退到困牛山时，四周高山
已被国民党军占领。为最大限度地保存
有生力量，龙云率 200余人攀陡壁下到
河沟突围，田海清率 100多位红军战士
在困牛山上顽强阻击敌人。红军战士多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伤亡惨重，
但田海清不幸牺牲。16日下午，面对英
勇抵抗的红军战士，穷凶极恶的国民党
军胁迫当地老百姓走在他们前面当“肉
盾”，向红军战士一步步逼近。红军指
战员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悬崖边上。
在这生死危急关头，他们宁死不当俘
虏，也坚决不对老百姓开枪，毅然从困
牛山集体跳崖，跳下了数十米深的虎井
沟。除个别红军战士被树藤挡住幸存
外，大部分壮烈牺牲。第 52 团余下指
战员在国民党军重兵防堵中转战石阡、
镇远、岑巩等地，大部分战死，龙云受
伤被俘，英勇牺牲。

第 52 团指战员的英勇行动，为红
六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贺
龙对红六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
及黔军的拦阻，率红三军主力兼程南
下，接应红六军团。红六军团主力于10
月 24 日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胜
利会师，完成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赋
予的光荣任务，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起到了开路先锋的重要作用。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
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
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中国
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在革命、建
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重
要历史节点，高度重视并适时开展对
全党的纪律教育，积累了丰富经验，
保证了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回顾党史上的纪律教育，能够使我们
以史为鉴，更好地弘扬纪律强党的优
良传统，传承严明纪律的红色基因。

建党伊始，纪律就被视为党生存
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党的一大通过的
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使用纪律的概
念，但是包含了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保密纪律的相关内容。党的二大
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专设“纪
律”一章，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
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党的内部必
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强调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
有纪律的。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
题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
纪律”的概念，指出：“党内纪律非
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由中
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大党章，第一
次载入“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规定
选举产生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强调

“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
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这些关于
纪律的规定成为党员教育的重要内
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斗争成
为党的中心工作。红军素以纪律严明
著称，一贯重视纪律教育。当时，抓
军纪就是抓党纪。毛泽东在率领秋收
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过程中，要求大家
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郑
重宣布了三大纪律；不久，针对部队
攻克县城后侵占小商贩利益等问题，
他又宣布了六项注意。不到一年后，
通过完善发展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1935年，这些纪律条
文被改编成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我
党我军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1947
年 10 月，毛泽东对原先各地各军略
有出入的条文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
布，在纪律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逐步走向成熟
的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抓住3个事
件进行全党范围的纪律教育，强化广
大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

一是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进行
“四个服从”教育。张国焘作为党的
重要领导人，长征途中自恃军事力量
强大另立中央，大搞分裂活动，到达
陕北后仍不思悔改，只身逃离陕甘宁
边区叛党而去。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

的行径和吸取的教训，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
会上强调“四个服从”的原则，后正
式载入七大党章，成为最基本最重要
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一直沿用
至今。

二是通过黄克功事件进行严明纪
法教育。黄克功 16 岁就参加革命，
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
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 年 10 月，他
因逼婚不成激愤之下枪杀了陕北公学
女学员刘茜。当时在延安有两种声
音：一种是杀了黄克功，杀人必须偿
命；一种是赦免黄克功，因为他资格
老、功劳大。毛泽东在给时任陕甘宁
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黄克功案件审判
长雷经天的复信中严肃指出，黄克功
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果赦免，

“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
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
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根据党与
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要求“对
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
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
克功事件在边区引起极大震撼，共产
党不仅以纪法严明取信于民，而且以
在纪法面前人人平等昭示全党。

三是针对处分刘力功进行组织纪
律教育。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
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 年入党，先
在抗大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
业后不服从组织安排。党组织曾7次
找他谈话，但仍拒绝执行党组织让他
去基层工作的决定。为此，中央党务
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公
布于全党。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的陈云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
力功的党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解放》上发表。围绕这个问题，延
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
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
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党领导全国
人民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进程中，纪
律成为能否夺取全国政权的关键因
素。这一时期的纪律教育主要集中在
以下方面。

吸取高家堡事件教训，加强党的
政策和纪律教育。1948年1月，时任
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
联防军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在给中共中
央的报告中，反映了我军攻克陕北榆
林高家堡时，对商人乱没收等破坏纪
律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上批语：

“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
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
育”。以此为契机，全党开展了大抓
纪律的工作。

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强调“加强
纪律性”。由于各根据地、各部队长
期远离中央，一度存在事前不请示、
事后不报告的现象，导致各种违纪问
题时有发生。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出
台一系列文件，包括《关于建立报告
制度》的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
制度的补充指示》等，从而形成了正
规的请示报告制度，保证了中央的集
中统一领导。特别是1948年9月8日
至 1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
会议，立了规矩，着重强调了加强纪
律性问题。会后向全党全军发布了著
名的四句话口号：“军队向前进，生
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
胜。”全党全军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极
大提高，这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夺取
全国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党在全国执
政地位的确立，一些违纪腐化问题开
始滋生蔓延，党内违反政治纪律和组
织纪律的行为有所抬头，党的纪律建
设处于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面临更
为严峻的挑战。以共和国第一反腐大
案为开端，拉开了执政党纪律教育的
大幕。1951 年 11 月，查处了刘青山
在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在
担任天津行署专员期间的严重腐败问
题。1952 年 2 月 10 日，河北省人民
法院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召开公审大
会，以贪污罪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
刑，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以高饶事件为突破口，严肃党的
政治纪律，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
1953 年，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的高岗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
饶漱石，搞非组织活动，破坏了党的
团结和集中统一。1954年2月，党的
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
结的决议》。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
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高岗、饶漱
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会议
还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
会，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纪律检
查委员会相比，其地位更高、权限更
大，更有利于加强对全体党员特别是
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对高饶事件
的处理给全党敲响了警钟，使全党进
一步认识到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
的政治纪律是不可触犯的高压线，任
何时候都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针对“文
化大革命”及其结束后不正之风逐步
蔓延的状况，部署严厉打击各种违纪
违法行为，进行全面整党，纯洁党的
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恢复党的优良
传统作风。同时针对此前党规党纪遭

到严重破坏的状况，着力建立健全党
内法规。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共
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
束”“坚决维护党的纪律，是党的每
个组织的重要责任。”这部党章还对
纪律处分的原则、种类、程序，对党
的纪律检查机关的领导体制、地位作
用、职责任务、工作权限等作出明确
规定，从而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
为新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
本遵循。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以简洁、准确、规范的
文字作出 12 条规定，对于坚持民主
集中制、加强党的政治纪律、正确处
理党内各种关系，发挥了长久深远的
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把纪律
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突显了纪律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纪律教育的力度持续加大，纪律教育
的水平不断提高，纪律教育的效果更
加显著。新时代的纪律教育有两大
特点。

一是把纪律教育渗透融汇于各种
主题教育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先后部署开展 6 次党内集中教
育，包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每一次主题教育都包
含了纪律的内容，使得学纪、知纪、
明纪、守纪成为广大党员的自觉
行动。

二是以党内纪律法规作为纪律教
育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有关纪
律方面的党内法规更加健全。《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作为基础性主
干性党内法规，在党的纪律建设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 1997
年的试行条例、2003 年的正式条例
为基础，于 2015 年、2018 年、2023
年连续3次修订条例。新修订的条例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的理论创
新、实践经验、制度规矩进行总结、
融合和升华，是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
的“集大成之规”。此外，以党章为
总源头和总依据，以《关于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基本遵循，
新立或修订了一系列相关党内法规。
这不仅对于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发挥了
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健全全面从严治
党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城市工商企
业建立和发展党组织成为城市建党的
重中之重。当时的工商企业主要有国
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国在华企业三
类。根据这三类企业的产权性质、生
产经营和原有组织基础等实际情况，
党采取了不同的建立和发展组织的方
针。企业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形成
了坚强的企业领导核心，在战争造成
巨大困难的局面下，稳定企业人心，
保证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复苏和初步
发展，顺利完成企业的改造和管理体
系的建立，积累了党管理企业的经
验，为企业党组织的后续建设和发展
奠定了基础。

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派员进入国营
企业。国营企业的党组织，是在接收
官僚买办企业或创办新企业的过程中
建立、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后
的国营企业，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
种是接收官僚买办企业，改为国营企
业；还有一种是新政权创办的国营企
业。虽然都是国营企业，实际情况却
差异很大。前者同外资企业类似，原
有的党组织基础弱或者完全没有党组
织，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派员进入企
业，首先吸收党员，建立起党小组，
再一步步扩大。后者因为创办伊始就
准备了党的组织，其队伍和力量要比
前者充实。

前一种企业以沈阳冶炼厂为例。
该厂由日满当局创办于 20世纪 30年
代中期。1948 年 11 月，沈阳解放以
后，该厂被新政权接收。政府派员进
厂建立党组织，不到一年就成立了 3
个党支部。 1953 年，该厂成立党

委，下设2个总支部，20个支部。到
1954 年，全厂党员总数达 600 多人。
该厂党组织积极支持恢复生产，动员
和组织工人开展劳动竞赛；改革工厂
制度、机构，建立有党组织负责人参
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在企业里的作
用越来越大；实行厂长负责制，党组
织主要管理党务、政治工作，对生
产、行政、人事等工作实施监督。党
的八大以后，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
厂长负责制，党组织开始全面领导工
厂各项事务。

后一种企业以哈尔滨电机厂为
例。该厂前身是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
电器工业管理局第五厂，原建于沈
阳， 1950 年因朝鲜战争迁至哈尔
滨。该厂建立之初即有党员 30 多
人，设党总支，下设5个支部。1952
年，总支委员会升格为党委。该厂同
样经历了从厂长负责制到党委领导下
的厂长负责制的转变过程。

依托私营企业的原地下党员建立
党组织。私营企业的党组织，是在新
政权对其实行“利用、限制、改造”
政策的过程中建立、发展起来的。私
营企业属于民族工商业，党组织的任
务是调节劳资关系，一方面对私营工
商业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另一
方面对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并在

“一五”时期根据党中央的政策改造
私营企业，完成公私合营。私营企业
不少原本就有党组织，因历经战乱和
动荡，党组织时遭破坏，党员人数极
少。党组织依托这类企业的原地下党
员，直接建立党支部，使之成为企业
的堡垒。

以上海大中华橡胶厂为例。该厂
由私营企业家余芝卿等创办于 1928
年，到新中国成立前有 11 家分厂和
独立经营的两家原料厂。该厂党组织
初建于 1932—1933 年，后屡遭破
坏。到解放战争时期，只有一家分厂
有党组织。1948 年 10 月，这家分厂
已有数名党员，上级党组织决定在厂
里成立地下党支部。上海解放后，党
组织公开，以党支部为基点，培养积
极分子，吸收和发展工人党员，党组
织规模逐步扩大。到 1954 年 6 月以
前，该厂党支部已升格为党总支。
1954 年，大中华橡胶厂系统成立了
党委，统一领导各分厂。

该厂党组织维持工厂秩序，尽快
恢复生产；向劳资双方宣传党的“劳
资两利”政策，调节劳资矛盾；动员
工人开展各种运动和生产竞赛，成立

“增产节约委员会”，对企业生产经
营、工资福利、机构设置、人事任免
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公私合营开始
后，党组织对资方人员实行教育、改
造，按“量才适用，适当照顾”原则
安排职务和工作。公私合营过程中，
党组织逐渐成为该厂的领导核心。

向外国在华企业派出工作队或原
有地下党组织公开活动。外国在华企
业的党组织，是在新政权对其接管和
实施民主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建立、
发展起来的。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
经济生活，党接管城市后就在这类企
业公开建党，发展党员。新政权接管
外国在华企业后，党组织和政府根据
工厂情况，或者将原有的地下党组织
转为公开活动，把地下党员重新组成

党小组，或者向企业派出工作队，尽
快吸收工人党员组成党小组，在这个
基础上扩展组织。

以哈尔滨卷烟厂为例。该厂于
1902年创办，20世纪 30年代初成立
了党组织。抗战胜利后，厂里党员参
加了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4月哈尔
滨解放后，上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很
快向该厂派出工作队。10 月，上级
来员在厂里重新成立了地下党小组，
培养、发展党员。半年多后，全厂党
员发展到 30 多人，成立了党支部。
1950 年，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党
总支书记兼任厂长。1952 年，工厂
有偿收归国有。1956 年，党总支升
格为党委，下设7个支部，全厂共有
党员400多人，超过职工总数的1/4。

该厂党组织建立以后，并未打乱
原有生产和技术管理系统，而是成立

“工人保卫队”维护生产秩序，恢复
发展生产；同时组织工会改选，建立
青年团组织，对工厂实施民主改革，
成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民主管理委员
会，参与生产经营的管理和监督。企
业收归国有后，党组织承担起全面领
导工厂各项事务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前后，企业党的建设
和发展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实际采取
不同的方针，极大地发展壮大了工人
党员队伍，为党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
积累了宝贵经验。据 1949 年下半年
统计，在326万多名地方党员中，工
人出身的党员仅 19 万余人，占全国
党员总数的5.87%，到1956年全国工
人党员发展到150万多人，占比增长
到14%。


